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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为高级要素投入，生产性服务进口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 TFP) 的提升产生推动作用。从直

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两个角度，分析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作用于制造业 TFP 的机理，在此基础上，利用

1999—2015 年的面板数据，引入本土生产性服务作为中介变量，对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对制造业 TFP 的

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 1) 从总体层面看，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能显著促进我国制造业 TFP 的提

升。( 2) 从生产性服务分部门来看，随着行业知识密集度变高，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对制造业 TFP 的影响

逐渐变“弱”。( 3) 本土生产性服务在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对制造业 TFP 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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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及制造业出口贸易的迅速扩张，“中国制造”和“中

国经济增长奇迹”已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但由于我国制造业发展一直依赖高投入 － 高消耗的

生产方式，导致制造业产品附加值较低，整体核心竞争力较弱，迫使制造业转型升级，而这又离不开作

为制造业中间投入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1］。近年来，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迅速，开放程度不断提

升。据 UNCTAD 数据库显示，我国生产性服务进口总额由 1999 年的 78. 99 亿美元增加到 2015 年的

4 688. 96亿美元。从 2000 年与 2015 年各生产性服务细分行业进口结构的对比来看( 图 1) ，运输服务

进口一直占主导地位，虽然知识产权服务与通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占整体进口比重较小，但其增长

速度较快，比重分别增加 8%和 5%。
当然，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发展水平仍较为低下，这严重制约了生产性服务进

口对制造业 TFP 的提升效应。所以，本文主要从生产性服务进口“质”的角度出发，进行相关理论与实

证研究［2］，试图解决以下 3 个问题: ( 1) 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是否会促进我国制造业 TFP 的提升;

( 2) 对生产性服务进口分部门研究，探究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对制造业 TFP 的影响是否存在行业差

异; ( 3) 本土生产性服务业是否会对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与制造业 TFP 之间的关系产生中介效应。
二、文献回顾

自新经济增长理论提出以来，学术界对生产性服务业进口与制造业 TFP 关系的研究越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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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0 年和 2015 年我国生产性服务进口结构对比

数据来源: UNCTAD Handbook of Statistics( 2000—2016)

早期，人们主要关注进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

系，Grossman and Helpman［3-4］认为，进口贸易能够引

进技术含量较高的中间产品，从而产生技术溢出效

应，推动经济增长。Liehtenberg［5］提出的 LP 模型通

过实证研究证明了上述观点。后来，学者们发现生

产性服务进口既具有服务贸易的优势，又具有技术

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中间投入品的优点，所以人们

将研究重点逐渐转移到生产性服务进口与制造业效

率的关系上来。Ｒobinson［6］通过研究发现，发展中

国家通过从发达国家进口服务产品，可以获得高质

量的服务中间品，从而促进发展中国家 TFP 的提

升。Markusen［7］从微观层面研究了一国进行生产性

服务贸易的必要性。国内学者蒙英华和尹翔硕［8］

认为，生产性服务进口可以促进中国制造业整体效

率的提高，但对不同类型制造业效率的提升存在差

异。樊秀峰和韩亚峰［9］基于价值链视角证明了生产性服务贸易对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

的提升作用。邱爱莲和崔日明［10］进一步研究生产性服务各行业两种形式的进口贸易对中国制造业

TFP 及其分解项的影响。陈启斐和刘志彪［11］通过构建生产性服务进口多边模型，得出只有当母国制

造业生产率达到一定的阈值之后，生产性服务业进口才能促进制造业技术进步的结论。
自 Hausmann［12］提出用 PＲODY 指数作为衡量产品技术含量的指标起，少数学者开始关注生产性

服务进口的“质”。陈健［13］借助转移份额分解法，多角度研究我国服务业增长的结构特点，并通过实

证研究，揭示了服务贸易进口复杂度对我国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及内在机制。戴翔和金碚［14］从服务进

口“质”出发，通过实证研究，得出服务进口技术复杂度越高，越能提升中国制造业效率的结论。杨玲

和徐舒婷［15］认为，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能够显著拉动进口国经济增长。莫莎和周晓明［16］通过实证

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生产性服务贸易进口复杂度对不同国家制造业竞争力的影响存在差异。
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虽然学术界对生产性服务进口与制造业效率的关系研究有了一定的进

展，但大多数文献都只分析了生产性服务进口如何直接影响制造业 TFP，忽略了生产性服务业进口通

过影响本土生产性服务进而影响制造业 TFP 的间接效应。并且人们对生产性服务进口“量”方面的研

究多，“质”方面的研究少。因此，本文旨在厘清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对制造业 TFP 影响的直接效应

与间接效应，并通过引入中介变量，探究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作用于制造业 TFP 的具体路径。
三、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影响制造业 TFP 的机理

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是如何对制造业 TFP 产生影响的? 其传导机制是什么? 本文将从直接效

应和间接效应这两个角度进行分析。其中，直接效应包含要素重组效应与技术溢出效应，间接效应包

括贸易弥补效应和贸易竞争效应［17］。
( 一) 直接效应

生产性服务进口，尤其是进口技术含量更高、更先进的服务，可以直接为本土制造业提供更优质

的服务，从而推动制造业 TFP 的提升( 图 2) 。
1． 要素重组效应。制造业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通过从国际市场购买质量更高、服务更优的专业化

服务作为其中间投入品，可以剔除效率较低的“自给自足”式服务，促进制造业企业的技术进步，降低

生产投入成本，从而将资源集中到更为有效的生产环节，推动制造业集约化进程，这就是所谓的要素

重组效应［14］。这种要素重组效应所形成的资源优化配置会促使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和产业

结构的转型升级。
2． 技术溢出效应。由于生产性服务业拥有较高的科技水平和先进的管理技术，其直接作为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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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影响制造业 TFP 的直接路径

业中间投入品时，更容易通过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

产生技术溢出效应。进口的生产性服务中所包含

的高 Ｒ＆D 投入可直接被转移到制造业生产过程

中，从而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产生

技术溢出效应，在产业关联效应作用下，推动制造

业向更先进的技术前沿攀升［18］。
( 二) 间接效应

除了直接作用于制造业 TFP 外，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还会通过影响本土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来

影响制造业 TFP( 图 3) 。

图3 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影响制造业 TFP 的间接路径

1． 贸易弥补效应。生产性服务业具有异质

性，通过引进国外先进的生产性服务业，可形成与

国内生产性服务的互补关系［19］。所以，通过生产

性服务进口，可以有效弥补本土生产性服务产品

种类少、技术含量不高等问题，实现技术溢出，促

进本土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高质量本土生产性服

务业作为本土制造业的中间投入，可以改变本国的要素禀赋和比较劣势，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

而提升制造业 TFP 和技术含量。
2． 贸易竞争效应。Melitz［20］认为，贸易自由化会导致一国竞争更加激烈，迫使该国降低产品价

格，提高产品质量，从而推动整个制造业的发展。具体来说，贸易竞争效应就是指通过生产性服务进

口，可以引进质量更优、成本更低、更加专业化的国外生产性服务，这会给本土生产性服务业造成一定

的竞争压力，在这种压力下，可激励本土生产性服务企业不断提升其服务质量、降低服务成本，从而促

进以本土生产性服务作为中间投入品的本土制造业转型升级。
四、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影响我国制造业 TFP 的实证检验

( 一) 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1． 被解释变量。一般来说，生产率包括单一种类要素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两种类型，为了与代

表“质”的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变量相匹配，本文将制造业 TFP 看作被解释变量，采用常见的 DEA-
Malmquist 指数法进行测度。首先，依据任若恩和孙琳琳［21］的方法，利用 1999—2015 年工业总产值

( 亿元) 作为产出的衡量指标; 其次，依据邱爱莲和崔日明［10］提出的方法，用“资产总计( 亿元) ”作为

衡量制造业资本投入的指标; 最后，选取与大多数工业行业研究相同的工业从业人员年平均数( 万人)

作为衡量劳动投入的指标。其中，产出和资本投入数据分别以 1999 年为基期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

格指数”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本文参照 GB /T4754—2002 标准进行行业分类，由于

研究的是与生产性服务相关的制造业，所以剔除其他制造业、废弃资源综合制造业以及金属制品、机
械和设备修理业这 3 个部门，最后将制造业分为 28 个细分行业①。研究对象为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

非国有工业企业，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中国经济普查年

鉴》②。
2． 解释变量。本文借鉴 Hausmann［12］ 提出的关于测量制成品出口技术含量的方法，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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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 28 个细分行业分别为: 13． 农副食品加工业; 14． 食品制造业; 15． 饮料制造业; 16． 烟草制造业; 17． 纺织业; 18． 纺织服装、鞋、
帽制造业; 19． 皮革、毛皮、羽毛( 绒) 及其制品业; 20． 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21． 家具制造业; 22． 造纸和纸制品业; 23． 印

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 24．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25．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26．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27． 医药制造

业; 28． 化学纤维制造业; 29． 橡胶制造业; 30． 塑料制品业 31． 非金属矿物制造业; 32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33 有色金属冶炼及

压延制造业; 34． 金属制品业; 35． 通用设备制造业; 36 专用设备制造业; 37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38．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39． 通信

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40．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因篇幅所限，我国各年份及各部门制造业 TFP 测算指数及各分解项变动表格暂略，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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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2015 年我国生产性服务整体及细分行业的进口复杂度。首先要测算生产性服务某一细分行业

k 的技术复杂度指数:

TLIk = ∑
j

ejk /Ej

∑
j

( ejk /Ej )
Yj ( 1)

其中，ejk是国家 j 生产性服务细分行业 k 的出口额; Ej 是该国生产性服务出口总额; Yj 为该国人均

GDP。在此基础上，再来计算一国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指数:

IS = ∑
k

mk

M TSIk ( 2)

mk 表示中国生产性服务细分行业 k 的进口额; M 为中国生产性服务进口总额。最后结合( 1 ) 式

和( 2) 式测算出我国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指数。各国进出口及人均 GDP 数据均来自 UNCTAD Sta-
tistics，本文综合选取 30 个样本国家①进行测算，这些样本国家 2015 年生产性服务出口额占全球的比

重超过了 75%，人均 GDP 合计占全球的比重也超过了 75%，因此具有一定代表性。另外，为了保持统

计口径一致，本文在遵循 GB /T4754—2011 及 BPM6 行业分类的基础上，依据生产性服务业比较劳动

生产率指标②将生产性服务业细分为低、中、高知识密度 3 种类别( 表 1) 。

表 1 本文生产性服务细分行业分类

GB/T4754—2011 BPM6 本文分类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G)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L)

Transport
Other business services

低知识密度生产性服务业
( Low)

运输服务
其他商业服务

金融业( J) Financial services

Insurance and pension services

中知识密度生产性服务业
( Mid)

金融服务

保险服务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M)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 I)

Charges for the us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ension services
Telecommunications，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高知识密度生产性服务业
( High)

知识产权服务

通 信、计 算 机
和信息服务

图 4 我国生产性服务及各细分行业进口复杂度趋势

从我国生产性服务总体及分部门进口

复杂度变化趋势( 图 4 ) 来看，在 2011 年之

前，我国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总体呈上升

趋势 ( 2009 年出现一次下降，可能是由于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经济增长放缓乃

至衰退所致) 。而在 2011 年之后，生产性服

务进口复杂度整体呈下降趋势，特别是 2015
年，同比下降 30%。可能原因是受全球服务

需求疲软趋势，特别是欧元区经济复苏动力不足影响，导致我国 2015 年金融服务和保险服务进口额

占生产性服务总进口额的比重较小。就细分行业而言，各部门进口复杂度整体变化趋势较为稳定，其

中，运输服务和其他商业服务业进口复杂度相对较高，而属于中、高知识密度的四类生产性服务进口

复杂度较低。
另外，为了使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与被解释变量中的制造业细分行业相匹配，本文借鉴陈启斐

和刘志彪［11］的处理方法，基于投入产出表进一步细分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具体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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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30 个样本国家分别为: 美国、中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荷兰、印度、爱尔兰、新加坡、意大利、韩国、巴西、泰国、澳大利亚、瑞
士、瑞典、挪威、加拿大、卢森堡、西班牙、奥地利、比利时、希腊、新西兰、波兰、葡萄牙、俄罗斯、南非、土耳其。

服务业比较劳动生产率: 用各部门服务业增加值比重除以就业比重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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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it = ∑
j

Xij

Y( )
i

× ( ISj ) ( 3)

其中，Xij代表制造业 i 对生产性服务 j 的中间使用量，利用投入产出表中制造业 i 所使用的中间服

务 j 占服务 j 总产出的比重，再乘以每年服务业 j 的产出量进行测算; Yi 表示制造业 i 的中间投入总

量，利用投入产出表中的制造业中间投入量占总产出的比重，乘以制造业每年的产出量进行测算; ISj

为生产性服务部门 j 的进口复杂度。本文采用平新乔［22］的处理方法，1999—2001 年的数据参考 1997
年 124 部门投入产出表，2003—2006 年的数据参考 2002 年 122 部门的投入产出表，以此类推，具体结

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1999—2015 年部分年份我国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 美元

行业 1999 年 2002 年 2007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1 179. 88 201. 22 411. 09 399. 17 443. 59 512. 95 490. 88 386. 48 277. 99
2 534. 11 544. 33 894. 62 827. 42 945. 04 704. 22 675. 47 535. 66 384. 65
3 524. 79 560. 86 1141. 83 1062. 87 1208. 27 936. 13 900. 53 723. 05 502. 12
4 274. 36 274. 61 821. 22 774. 53 874. 86 738. 55 711. 86 571. 86 408. 46
5 189. 90 214. 83 351. 98 340. 90 376. 64 341. 54 326. 99 257. 83 180. 82
6 410. 49 404. 30 683. 60 624. 51 716. 06 462. 54 444. 83 355. 22 250. 13
7 204. 77 231. 08 335. 02 322. 65 358. 75 453. 86 435. 16 344. 65 245. 43
8 409. 89 461. 92 602. 81 586. 36 651. 26 660. 65 633. 00 499. 45 354. 67
9 450. 64 497. 84 659. 94 631. 38 706. 98 573. 76 550. 58 436. 89 306. 93
10 390. 50 448. 68 507. 01 494. 14 546. 14 701. 25 672. 19 531. 85 366. 75
11 330. 32 367. 10 438. 27 424. 76 471. 17 659. 11 632. 72 503. 07 347. 76
12 297. 11 320. 66 507. 45 470. 36 534. 02 580. 59 559. 57 452. 19 313. 03
13 320. 17 369. 23 439. 51 427. 22 475. 45 334. 60 320. 23 252. 97 174. 47
14 347. 95 391. 58 555. 32 536. 10 595. 94 586. 20 563. 17 446. 75 313. 45
15 485. 81 493. 33 1169. 17 1055. 23 1212. 07 1116. 52 1077. 46 873. 72 599. 67
16 182. 36 210. 91 326. 39 314. 73 347. 93 391. 44 375. 06 296. 34 199. 00
17 293. 60 344. 28 500. 94 490. 14 539. 66 613. 07 589. 63 468. 51 329. 94
18 258. 57 289. 94 350. 67 341. 96 378. 59 484. 51 464. 87 369. 19 259. 00
19 585. 63 672. 89 829. 13 809. 66 894. 81 817. 66 783. 59 619. 68 432. 57
20 356. 64 417. 65 427. 52 422. 44 463. 24 535. 46 513. 01 405. 14 272. 49
21 240. 99 283. 47 337. 19 327. 16 358. 83 374. 85 358. 92 284. 29 176. 98
22 318. 84 369. 81 382. 69 374. 63 414. 23 596. 11 572. 28 454. 60 315. 47
23 309. 52 354. 40 471. 75 457. 29 507. 60 661. 10 636. 65 508. 33 358. 00
24 344. 00 391. 19 550. 01 531. 90 590. 83 689. 68 664. 37 530. 47 371. 68
25 259. 67 282. 53 411. 42 393. 28 438. 24 643. 48 619. 74 493. 58 354. 44
26 317. 96 348. 85 504. 09 470. 66 532. 28 552. 02 531. 26 424. 28 296. 18
27 228. 53 244. 47 401. 92 380. 42 419. 83 494. 31 478. 34 385. 58 261. 29
28 367. 73 414. 52 535. 53 507. 73 568. 62 651. 99 628. 50 501. 51 349. 03

3． 控制变量。为了使研究更加客观、全面，本文选取研发投入、人力资本、外商直接投资作为控制

变量。研发投入( Ｒ＆D) 不仅是企业进行创新的前提，更是制造业效率提升的动力源泉，因此，本文采

用制造业 Ｒ＆D 经费内部支出与制造业总产值之比进行衡量。人力资本( HU) 反映劳动者技能水平与

素质状况，本文用制造业 Ｒ＆D 人员从业人数占全部从业人数之比来衡量。而外商直接投资( FDI) 反

映的是外资水平对制造业 TFP 的影响［23］，本文借鉴王诏怡［24］的方法，选取制造业各细分行业中的外

商投资企业的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与整个行业的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之比来衡量。所有数

据来源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4． 中介变量。本土生产性服务可作为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间接作用于我国制造业 TFP 的渠

道和中介，因此，选取本土生产性服务( PS) 作为中介变量，并借鉴国内众多学者做法，利用生产性服务

业增加值来衡量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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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分析，本文主要变量含义及其计算方法见表 3，同时我们还对各主要变量进行了特征值

统计( 表 4) 。

表 3 变量的定义及度量

名称 符号 度量方法

被解释变量 制造业 TFP TFP DEA-Malmquist 指数法

解释变量 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 IS 利用 Hausmann［12］提出的关于测量制成品出口技术含
量的方法来计算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

控制变量 研发投入 ＲD 制造业 Ｒ＆D 经费内部支与总产值之比

人力资本 HU 制造业 Ｒ＆D 人员从业人数与全部从业人数之比

外商直接投资 FDI 外商投资企业的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与整个行业
的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之比

中介变量 本土生产性服务 PS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历年增加值

表 4 主要变量的统计特征描述

变量 样本数 平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TFP 476 1. 855 1. 755 0. 784 7. 287 0. 999

IS( 美元) 476 498. 163 458. 376 203. 629 1247. 442 174. 471
ＲD( % ) 476 0. 806 0. 642 0. 559 2. 818 0. 07
HU( % ) 476 2. 696 2. 183 1. 937 8. 814 0. 164
FDI( % ) 476 32. 065 30. 961 15. 931 81. 409 0. 053
PS( 亿元) 476 143 880. 041 115 810. 7 98 385. 919 344 075 34 934. 5

据此，本文设定模型如下:

lnTFPi，t = α0 + α1 lnISi，t + α2ＲDi，t + α3HUi，t + α4FDIi，t + εi，t ( 4)

表 5 总体样本的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以 lnTFP 为被解释变量

( 1) ( 2) ( 3) ( 4) ( 5)

C
－ 2. 156 4 － 2. 494 9 － 2. 423 7 － 2. 358 9 － 2. 409 0

( － 10. 498 3) ( － 9. 698 8) ( － 9. 302 4) ( － 8. 243 8) ( － 8. 257 2)

lnIS
0. 537 6＊＊＊ 0. 478 8＊＊＊ 0. 504 1＊＊＊ 0. 482 4＊＊＊

( 12. 019 1) ( 11. 212 6) ( 10. 765 2) ( 10. 152 2)

lnIS( － 1)
0. 615 3＊＊＊

( 16. 340 9)

ＲD
－ 0. 409 1＊＊＊ － 0. 453 4＊＊＊ － 0. 462 8＊＊＊ － 0. 227 2＊＊＊

( － 10. 680 1) ( － 10. 640 9) ( － 8. 748 3) ( － 4. 405 9)

HU
0. 081 3＊＊＊ 0. 132 4＊＊＊ 0. 152 0＊＊＊

( 6. 034 7) ( 8. 118 4) ( 9. 658 0)

FDI
－ 0. 009 6＊＊＊ － 0. 007 6＊＊＊

( － 6. 023 5) ( － 3. 857 4)

F-statistic 31. 772 7 17. 573 17. 128 6 12. 016 6 11. 287 5
Adj-Ｒ2 0. 703 1 0. 650 9 0. 635 9 0. 638 6 0. 614 1

注: 括号内数值为 t 统计特征值; * 、＊＊、＊＊＊分别表示该变量系数通过了
10%、5% 和 1% 的显著性检验; 其中，模型( 2) ～ 模型( 5) 以 lnIS 为核心解释变
量，并依次加入控制变量进行回归，模型( 1) 以变量 IS 的滞后一期作为解释变
量进行回归。

其中，下标 i 表示细分

行 业; 下 标 t 表 示 年 份;

ISi，t为核心解释变量生产

性服务进口整体复杂度;

TFPi，t为被解 释 变 量 制 造

业全要 素 生 产 率; ε 为 误

差项。为了消除模型的异

方差性，本文对被解释变

量 TFP 以及核心解释变量

IS 做对数处理( 考虑到控

制变量 ＲD、HU、FDI 为比

例数据，所以并未对其做

对数处理) 。
( 二) 实证分析

1． 总体样本的回归结

果。首先对模型的形式进

行设定与检验，根据 Haus-
man 检 验 结 果，本 文 应 选

取固 定 效 应 模 型。另 外，

考虑到内生性问题，即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也有可能会对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产生影响，本文采用

滞后一期的方法来进行处理，对模型中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变量进行滞后一期回归检验［26］( 表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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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5 可知，在第( 1) 列对 lnIS 变量进行滞后一期回归后，各个变量的回归系数差别并不大，说明

模型内生性问题并不严重。且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每增加 1%，中国制造业 TFP 将提升 0. 537 6%，

这表明总体上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与制造业 TFP 之间存在着显著正向影响。在第( 2) ～ ( 5) 列依

次加入相关控制变量后，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仍然为正，这恰好印证了前文的机理分析: 生产性

服务进口复杂度对制造业 TFP 提升存在直接效应。
就控制变量而言，人力资本( HU) 对制造业 TFP 的提升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人力资本每增加

1%，制造业 TFP 将提升 0. 537 6%。然而，研发投入( Ｒ＆D) 对制造业 TFP 的影响却显著为负，原因可

能是由于研发投入对制造业 TFP 具有滞后性，当期研发投入需要一定时期才能作用于制造业技术水

平的提升。而针对外商直接投资( FDI) 对我国本土制造业是否存在外溢效应的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

争议。就本文实证结果来看，FDI 对制造业 TFP 存在负向影响，原因可能是由于 FDI 多集中于劳动密

集型行业，投资目的为“市场寻求型”，没有对我国制造业 TFP 产生溢出效应，并且我国在一些行业限

制外商投资，这样就会阻碍制造业 TFP 提升。
2． 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样本的回归结果。由于不同生产性服务部门进口复杂度对制造业 TFP

存在异质性影响，所以我们将分部门来分析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对制造业 TFP 的影响:

lnTFPi，t = β0 + β1 lnDISi，t + β2ＲDi，t + β3HUi，t + β4FDIi，t + εi，t ( 5)

lnTFPi，t = δ0 + δ1 lnZISi，t + δ2ＲDi，t + δ3HUi，t + δ4FDIi，t + εi，t ( 6)

lnTFPi，t = γ0 + γ1 lnGISi，t + γ2ＲDi，t + γ3HUi，t + γ4FDIi，t + εi，t ( 7)

其中，DIS、ZIS、GIS 分别为低、中、高知识密度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具体的生产性服务行业划

分详见表 3，其他变量的定义与式( 4) 一致。

表 6 生产性服务细分行业样本的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以 lnTFP 为被解释变量

( 1) ( 2) ( 3)

C
－ 1. 988 2 － 0. 475 7 － 0. 166 7

( － 7. 384 6) ( － 4. 502 6) ( － 2. 496 4)

lnDIS
0. 453 7＊＊＊

( 9. 501 0)

lnZIS
0. 394 5＊＊＊

( 13. 197 8)

lnGIS
0. 378 4＊＊＊

( 24. 188 7)

ＲD
－ 0. 486 3＊＊＊ － 0. 380 4＊＊＊ － 0. 164 9＊＊＊

( － 8. 831 8) － 7. 466 9 ( － 4. 039 2)

HU
0. 150 0＊＊＊ 0. 118 9＊＊＊ 0. 041 7＊＊＊

( 8. 848 9) ( 7. 402 2) ( 3. 165 9)

FDI
－ 0. 005 9＊＊＊ － 0. 004 4＊＊＊ － 0. 008 9＊＊

( － 2. 873 2) ( － 2. 393 1) ( － 2. 440)

F-statistic 14. 635 9 19. 182 4 41. 456
Adj-Ｒ2 0. 605 4 0. 572 5 0. 743 2

注: 括号内数值为 t 统计特征值; * 、＊＊、＊＊＊分别表示该变量系数
通过了 10%、5% 和 1% 的显著性检验。

从表 6 可知，低、中、高知识密

度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的回归系

数均为正，且都在 1% 的水平下显

著，但每个细分行业的影响程度都

存在差异。具体地，低知识密度生

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每增加 1%，我

国制造业 TFP 将提升 0. 453 7% ; 而

中、高知识密度生产性服务进口复

杂度对我国制造业 TFP 提升的弹性

分别为 0. 394 5%、0. 378 4%。这表

明不同知识密度生产性服务进口

复杂度对我国制造业 TFP 的作用

程度存在差异，行业知识密集度越

高，其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对制

造业 TFP 的影响越“弱”。造成这

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当前我国制

造业发展水平较低，使得进口高知

识含量生产性服务所能发挥的技

术溢出效应有限，从而影响制造业

TFP 提升的效果，这也在一定程度

上说明我国制造业还不能充分利用技术、知识含量较高的生产性服务来提升其全要素生产率。
3． 本土生产性服务的中介效用。本文以本土生产性服务( PS) 为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参

考温忠麟［27］提出的综合 Baron ＆ Kenny 以及 Judd ＆ Kenny 的方法来考察中介效用: 第一步，以生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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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进口复杂度为自变量，以制造业 TFP 为因变量进行回归，结果显示系数 c 显著为正，满足中介效

应检验的前提基础，继续进行下一步检验; 第二步，以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为自变量，以本土生产性

服务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系数为 a; 第三步，以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和本土生产性服务为自

变量，以制造业 TFP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回归系数分别为 c'、b。如果第二步中的回归系数 a 与第三步中

的回归系数 b 都显著，则中介效应显著，同时如果第三步中的回归系数 c' 不显著，则完全中介效应显

著; 若 a 与 b 至少有一个不显著，那么还需通过做 Sobel 检验来进一步判断。特别地，由于本文只有一个

中介变量，所以效应之间的关系可表示为: 总效应 = 直接效应 + 间接效应( c = c' + ab) ，中介效应也

可表示为: c-c'。具体检验结果如表 7 所示。

表 7 本土生产性服务对我国制造业 TFP 的中介效用

变量 第一步( c) 第二步( a) 第三步( c') 检验结果
中介效应( c － c')

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
0. 482 4＊＊＊

( 10. 152 2)
0. 831 5＊＊＊

( 6. 767 0)
0. 190 7＊＊＊

( 9. 066 1) 0. 291 7

本土生产性服务( b)
0. 350 6＊＊＊

( 45. 460 5)
中介效应显著

( 中介效应 /总效应 = 0. 604 7)

注: 括号内数值为 t 统计特征值; * 、＊＊、＊＊＊分别表示该变量系数通过了 10%、5% 和 1% 的显著性检验。

经三步检验后，各系数均在 1%水平下显著，这表明本土生产性服务在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与

我国制造业 TFP 关系的中介效应显著，但只是部分中介过程。检验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

可以通过提高本土生产性服务业效率来提升我国制造业 TFP，即发挥间接效应作用。如在生产性服

务进口复杂度对制造业 TFP 的影响过程中，有 60. 47% 来自于本土生产性服务业产生的间接作用，即

本土生产性服务业能够解释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对制造业 TFP 提升作用的 60. 47%。但这一结果

也表明，在实际经济运行中，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不仅仅通过本土生产性服务业作用于制造业

TFP，还有很多其他途径，例如生产性服务进口可以通过降低制造业生产成本，从而提升制造业 TFP;

或通过专注核心业务，提高专业化水平，由此产生规模经济效益，从而提高制造业 TFP 等等。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 一) 结论

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 1) 我国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对制造业 TFP 有提升作用。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可直接作用

于制造业 TFP，同时，进口国外高质量生产性服务，还可以利用贸易弥补效应和贸易竞争效应，提高本

土生产性服务作为中间投入的技术含量。
( 2) 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对制造业 TFP 的影响存在行业差异。具体地，中、低知识密度生产性

服务进口复杂度对制造业 TFP 的影响“较强”，而高知识密度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对制造业 TFP 的

影响“较弱”。可能原因是，受我国当前制造业发展水平制约，进口中、高知识密度生产性服务业并不

能很好与制造业其他生产要素相融合，使得知识、技术溢出效应发挥受限，从而影响对我国制造业

TFP 的提升作用。
( 3) 本土生产性服务业在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对制造业 TFP 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中

介检验结果显示，在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对制造业 TFP 的影响过程中，有 60. 47% 来源于本土生产

性服务业产生的间接作用。也就是说，通过进口国外高质量生产性服务，可促进本土生产性服务业发

展，使本土生产性服务向制造业渗透，进而推动我国制造业 TFP 的提升。
( 二) 政策建议

为了更好地发挥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对制造业 TFP 的提升作用，拟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 1) 优化生产性服务进口结构，避免盲目对外开放。在进口生产性服务之前，应事先对本土制造

业发展模式和类型做出一定判断，引进与本国制造业相匹配的生产性服务，为建立两者相协调的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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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关系创造条件。不仅要进口对制造业 TFP 提升效果较为明显的低知识密度生产性服务，也要重

点引进国外高知识密度生产性服务，使本土生产性服务企业在竞争压力下，努力提高生产技术，发挥

贸易竞争效应。
( 2) 推动管理体制改革，降低服务贸易壁垒。目前，我国大多数生产性服务部门还存在着较高的

贸易壁垒，行业垄断现象较为普遍，这不但限制了我国生产性服务进口在“量”上的扩大，也制约了在

“质”上的提升。所以要灵活地运用市场机制，发挥信息经济优势，充分吸收生产性服务进口带来的技

术溢出效应。同时，政府应加大对技术复杂度较高的生产性服务领域的开放力度，制定合理的产业政

策，逐步放松对服务业的政府管制。
( 3) 改善人力资源禀赋，增强服务竞争优势。人力资本是传递知识与技术溢出的关键一环，为了

创造更好的人力资源环境，各企业需加大对人力资源的投资力度，努力提高从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
政府应加大各层次高端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力度，以确保为生产性服务业提供大量的高端人才。国家

应优化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促进专业领域人才的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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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productive service import complexity
on TFP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YUAN Xiaoneng1，LV Mengjie2

( 1． Jiangsu Morden Service Industry Ｒesearch Institute，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Nanjing 210023，China;
2．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Nanning 210023，China)

Abstract: As a senior element input，the import of productive service will promote the promotion of TFP in the manufactur-
ing industry．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nfluence of productive service import complexity on the TFP in manufacturing from the an-
gles of direct effect and indirect effect． By using panel data from 1999 to 2015 and the intervening variables，the results show
that: ( 1) Generally speaking，complexity of productive service can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TFP．
( 2) In terms of the division of producer services，the complexity of the import complexity of productive services has gradually
weakened the impact on TFP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as the industry has become more knowledge-intensive． ( 3) The local
producer services play a part in the effect of the productive service import complexity on manufacturing TFP．

Key words: producer services; import complexity;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direct effects; intermediary vari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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